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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Singapore’s Chinatow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fficial policy 

of conservation, nation-building discourses, along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cal 

people to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town” as a heritage landscape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examines the origin of “Chinatown” and the meaning of 

“Chinatown” as an idea, a “racialized” space, and a Western type of landscape. This 

section will also review past scholarship on “Chinatow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 

Singapore as well, to show what distinctions we can make between the 

two--conside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Singaporean population are Chinese. Secondl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official discourses and policies of nation-building. The third 

section delineates recent conservation policies executed by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 fourth section compares nation-building 

discourses with conservation polici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cal people. 

Finally,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Singapore’s Chinatown has been constantly 

conserved and re-shap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of globalization. While a 

racialized and orientalized Chinatown needs to survive with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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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中國城作為古蹟地景的改造過程與再現為例，旨在檢視與對照官方

對中國城改造的邏輯，以及關於國族認同建構的論述，並在當地進行深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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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分析古蹟地景的認同意涵。第一部份介紹「中國城」的起源，作為一「種族

化」空間的意義為何？作為西方獨特地景的中國城，與在華人為主要族群國家的

中國城有何異同？以及對於過往關於「中國城」研究的討論。第二部份分析新加

坡政府近年來關於國族建構具代表性的官方論述。第三部份闡述中國城歷年來的

改造邏輯與歷史，以主要的執行單位：新加坡旅遊局與市區重建局這兩個政府部

門的改造論述為主。新加坡旅遊局是在將新加坡打造為全球城市的政策下規劃中

國城，市區重建局則是在將新加坡打造為「家」的論述下改造中國城，本文並置

這兩個執行部門的保存與改造邏輯，正呼應了地景與認同日漸緊密的關係。第四

部分對照國族建構、中國城地景改造、以及訪談居民的感受，並以此分析中國城

的地景再現與認同意涵。最後，本文指出星國政府的國族建構，是試圖將在地全

球化，來達成全球在地化的認同。 

 

關鍵字：新加坡中國城、古蹟地景、國族建構、全球化、認同 

 

 

前言 

 

新加坡過去二十年來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發展，不僅服膺自由市場的意識形

態，經濟結構亦倚賴外資與外來人才。全球化決定了政府的合法性、權力結構，

甚至社會文化的形態。新加坡政府近年來除了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更積極

的角色，也關心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藉以凝聚國族

認同。因為，全球化不僅牽涉到自由貿易、區域整合，更牽涉到因跨國流動而導

致國族概念的消解。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吸引國際專業人士，另一方面擔心國內人

才因經濟水準提高而出走，而有種種既配合全球化，又鞏固國族認同的政策。其

中，以「古蹟」（heritage）地景概念為基礎的文化再現是一大重點。據此，本文

以新加坡中國城1為例，探討古蹟地景的改造，與國族認同的建構，在全球化背

景下的關係。自新加坡中國城被規劃為歷史區，中國城代表了古蹟與地景的結合。

中國城從新加坡獨立建國以來經歷數次改造，改造的目的與官方態度亦數度轉變，

而近年來的改造目的則不脫凝聚新加坡人認同，以及藉打造旅遊景點提升經濟效

益。本文對照官方對中國城改造的邏輯，以及關於國族認同建構的論述，並在當

地進行深度訪談，藉以分析古蹟地景的認同意涵。 

 

據 Kirshenblatt-Gimblett 的描述，古蹟是現今依賴過去的一種文化生產模式，

是一種經由詮釋過去，連結個人與集體認同的方法（1998: 7）。古蹟是一種理解

歷史的方法，也是利用呈現過去，成為重要經濟收益的來源，更是個人與集體認

同的基礎（Hoelscher 2006: 200）。在過去，古蹟的涵義偏向遺產的概念，是經過

代代相傳，遺留給後人的東西。現在，古蹟指涉根源、認同、地方感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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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被認為值得保存的古蹟範圍也隨之擴大，包含環境、物品、活動等等

（Hoelscher 2006: 200-1）。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世界遺產協會（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的定義，認為「文化遺產」包含了一組具關聯性的建築物，或是與

歷史、美學、考古、科學、人種學、人類學有關的遺址（Hitchcock & King 2003: 

3）。現今的古蹟可以是考古上的發掘、歷史遺跡、紀念碑、建築物、都會或鄉村

地景、或物品（Hitchcock & King 2003: 3），因此，古蹟的呈現，並不只是在國

家歷史博物館內，也在街景、自然公園、族譜、或節慶當中；古蹟不再只是被動

地容納（物件），而是積極的承載者，生產、分享、賦予關於過去歷史的意義

（Hoelscher 2006: 200, 203）。 

 

 古蹟的概念主在處理與過去歷史的關係，然而古蹟的角色與呈現卻是國家介

入，從而塑造、創造。新加坡對古蹟日趨重視，一方面是因為古蹟與國族建構的

相關性日漸緊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全球化對認同的衝擊亦愈來愈大。全球化

對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建構影響特別顯著，全球與在地之間的拉鋸關係在東南亞地

區，既走向文化全球化，也走向在地特殊主義（Yao 2001; Ang 2001）。在全球化

的脈絡下，政府既顧要及資金與市場的發展，也關注國族建構的對外形象，與對

內的認同凝聚。中國城因此不再只是華人在某特定地域範圍內形成的社群，而是

被提昇為市民資產的國家級地位（Conservation within the Central Area 1985: 15）。

保存了中國城也等於保存了傳統、歷史、與文化。古蹟在物質形式上的提升，顯

示中國城的地景具有政治與社會上的意義，亦即連結新加坡居民與地方/國家的

意義。 

 

古蹟與地景的結合，也顯示「地景」的概念日漸複雜。Daniels（1989: 206）

認為：「地景」既非完全是具體且真實的物體，也非全然只是意識形態上的影射，

而是兩者的綜合，既包含操縱的面向，也包含救贖的面向。一方面，地景的建構

是來自政府決策者、規劃人員、政治人物、開發營造商等權力者的強制，目地是

貫徹國家意識形態，或是方便資本主義運行。另一方面，當地景成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其作為意識形態的工具掩蓋了權力者的精心設計，使一切看來再自然也

不過（Duncan and Duncan 1988）。也因此，地景不僅體現了物質性的建造，與象

徵性的建構，也體現了空間化的權力關係。地景是藉由權力（重新）建構國家的

一部分，反映了個人與集體在支配、協商、抗拒之間的文化政治。地方/空間與

人的連結，與國家建構其實密切相關，而地景是政府藉由權力行使建構/重構國

家的一部分。Bunnel et al.以東南亞國家為例，舉出地景被用來具現、合法化國家

意識形態與論述的例子。在新加坡，民族主義的論述，以及朝全球城市發展的意

識形態，也同樣刻印在地景上（2005: 4-5）。 

 

國家作為共同體是經過「想像」（Anderson 1983），但根據上述學者對「地

方」的認知，國家認同也根植於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物質性。認同的形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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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概念是在社會的物質性中所建構。屬於國家的地方（place）與國家認同

因此牽涉到歸屬於某特定空間的情感。地景不僅是被國土劃定之空間，不只是國

民理所當然能實際到達之處，或被限制之處，而是在於所創造出之地景傳遞了何

種意義、再現、與生活方式。其中，古蹟地景對國族建構之重要性，是將「歷史」

編納進「國土」（Edensor 1997）。以 Johnson 的話來說，古蹟地景為國族主義的

想像提供了物質性的基礎與形式，值得我們在國族建構的計畫下，檢視過去歷史

的記憶化，與公共記憶空間化之間的關係（1995: 63）。新加坡的古蹟委員會2就

在報告中指出：新加坡獨特的古蹟為國族建構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讓公民了解

自己的根，其中的歷史意涵也可幫助年輕一代在亞洲價值與西方文化中取得平衡

（The Committee on Heritage Report 1988: 6-8）。Kong and Yeoh（2003: 138）就指

出：新加坡的「國族建構」與旅遊政策，相當依賴古蹟地景的存在，也是形塑古

蹟地景的影響來源，古蹟地景是國家集體心靈認同的象徵，也是將「國家」行銷

海外的象徵。 

 

本文分析官方政策的論述、實踐，以及從深度訪談3中，探討中國城地景是

為誰保存？為誰改變？如何保存？什麼改變？以及中國城保存維護的內容，有何

相對應的歷史敘述，再現何種認同政治？本文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介紹「中

國城」的起源，作為一空間的意義為何？作為西方獨特地景的中國城，與在華人

為主要族群國家的中國城有何異同？以及對於過往新加坡中國城研究的討論。第

二部份分析新加坡政府近年來關於國族建構具代表性的官方論述。第三部份闡述

中國城歷年來的改造邏輯與歷史，主要以新加坡旅遊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 

STB）4與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這兩個政府部門的

改造論述為主。新加坡旅遊局是在將新加坡打造為全球城市的政策下規劃中國城，

市區重建局則是在將新加坡打造為「家」的論述下改造中國城。本文並置這兩個

執行部門保存與改造邏輯，呼應地景與認同日漸緊密的關係。第四部分對照國族

建構、中國城地景改造、以及訪談居民的感受，並以此分析中國城的地景再現與

認同意涵。最後，本文指出星國政府的國族建構，是試圖將在地全球化，來達成

全球在地化的認同。 

 

「中國城」的概念與空間意義 

 

「中國城」是個來自西方的概念，而此空間概念的出現，是跟隨著「華人」

移民在西方國家被視為是一特定「種族」。從十九世紀中期，來自中國沿海省份

的移民在西方國家討生活，因受到種族歧視，也受制於有限的教育程度與工作技

能，在「白種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的思維下，產生屬於華人活動範圍

的空間。它起源於「種族化」（racialization）的空間，5根據 Lai（1973：101）的

解釋，至少在北美洲，「中國城是華人與其經濟活動在一個或數個以上的街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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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處，形成一種獨特的都會結構。基本上，它就是在西方都會環境中的東方人

社區」。「中國城」因此是一種「族裔空間」。就地理空間而言，初期華人移民容

易在火車站附近聚集，例如芝加哥、匹茲堡、洛杉磯、聖路易斯等，因為這是他

們進入異鄉的首到之處，也是他們賴以與在其他城鎮的親友聯繫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華人是搭船抵達的城市，如紐約和舊金山，中國城則是在靠近港口的區域形成

（Murphey 1966：247）。由於中國城居民多為勞工階級，居住條件不佳，多為髒

亂、治安不良之處。由於其地理空間特性，中國城在各種社會與文化的建構下，

被賦予各種負面意涵。6 

 

歷經時代變遷，例如美國在 1960 年代開始出現「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興起、中美關係的改變、美、加等國的移民政

策改變，以往多半位於市中心的中國城，因為中產階級華人移民的出現，開始往

所謂的「郊區」移動（Fong 1994）。例如，紐約的法拉盛區（Flushing）、皇后區

（Queens）（Chen 1992），加州的蒙特婁公園（Monterey Park）（Fong 1994）。其

中某些區域雖被冠以中國城的稱呼，實際上卻已是多元族群混居。7從人口調查

（Yuan 1966）、經濟結構與移民就業市場的改變（Zhou 1989, 1992；Lin 1998；

Sales et al. 2009）8等研究顯示，中國城有了新的型態。新加坡的中國城與西方國

家的中國城類似之處在於起源與初期發展。中國城這種屬於某特定族群的空間劃

分，在西方國家是出於「白種優越主義」的隔離，在作為殖民地的新加坡，則是

出於英人「分而治之」的種族意識。兩者都由市中心的商業區邊緣開始發展，經

歷了移工時期較為低劣的物質條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方面都因其「族裔空

間」所具備的「異國情調」，作為相關單位發展旅遊業的基礎；9另一方面也都因

為國家經濟結構的轉變，中國城逐漸擺脫了「都會貧民窟」（Chen 1992；Fong 1994；

Lin 1998；Sales et al. 2009）的印象。 

 

起源於種族化空間的「中國城」與「種族」（race）一樣，是一種社會性建

構，更重要的是，這是經過政府的認可，將對特定族群的想像與「地方」結合。

換言之，「中國城」是一種獨特的西方地景，藉由特定空間合理化政府對某種族

／族群的劃分，種族類型與空間類型獲得制度化的結合。然而，二戰後的美國，

由於經濟結構改變，移民政策改變，來自香港、台灣、甚至中國大陸的中產華人

移民改變了原來的中國城型態（Lin 1998），甚至產生了位於郊區的中國城（Chen 

1992；Fong 1994），或者轉型成為一「文化社區」的概念（Ling 2005）。倫敦的

中國城也有類似的轉變，成為華人連繫、購物，甚至尋找就業機會之處，同時也

是許多社區機構的所在地，是華人尋求歸屬感的環境（Sales et al. 2009）。而戰後

獨立的新加坡，其造成中國城型態改變的因素卻是來自於國家的意識形態，從應

當被剷除、重建，到成為古蹟地景（Kong and Yeoh 2003：131）。換言之，戰後

的新加坡從追求現代化、工業化到追尋亞洲文化根源，以作為連結多元族群的核

心價值（Kong and Yeoh 2003：132-133）。在尋根的意識形態下，古蹟或文化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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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重要性日漸增加，被視為是國族建構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中國城與西方國家中國城的最大不同，是它存在於以華

人為主要族群的國家。新加坡獨立建國後，華人雖然是主要族群，但自覺難以被

周遭的馬來世界（印尼、馬來西亞）所接受，一直有避免成為華人城市的顧慮

（Sidiqque 1989：594）。中國城的保存維護也避免成為華人城市的標籤，同時在

多元族群平等的政策下，既特定保存了中國城，也劃分了馬來區（甘榜格南，

Kampung Glam）與小印度。因此，中國城的課題，是以古蹟地景作為連結不同

族群的共享文明價值，建立與凝聚國族認同，並且以古蹟地景作為行銷旅遊之

處。 

 

新加坡中國城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它的族裔空間（馬來區、小印度）於

1986 年被劃為歷史區，並開始進行保存維護計畫。值得關注的是，保存古蹟與

全球城市的政策同時並行，始於 1980 年代中期，這是為了因應全球勞動分工，

新加坡在勞力密集產業與製造業趨於緩慢發展的現象。當新加坡政府希望將其城

市打造為國際金融與服務業中心，並特地劃出發展的區域，政府在另一方面則強

化旅遊業的發展。旅遊專責小組（Tourism Task Force）於 1984 年指出新加坡旅

遊業發展的問題，是在於發展新加坡為現代大都會過程中，喪失了「原本在舊有

建築、傳統活動、與喧鬧街道中展現的東方神秘與魅力」（Wong et al. 1984: 6）。

因此，1986 年的「旅遊產品發展計畫」（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Plan）決定

挹注經費改造歷史區及其他地區（Pannell, Kerr, and Forster 1986）。而古蹟地景的

創造不僅提供歷史感的延伸，也為居民在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視覺上提供獨特

的認同。新加坡官方就曾指出大城市間互相相像無法避免，使城市有獨特性的唯

一方法，就是從保存舊有街道與建築中找回歷史感（Conservation Within the 

Central Area with the Plan for Chinatown 1985: 1）。也因此，古蹟保存對全球城市

而言非但不是毒瘤，而因保存古蹟而改造地景更是可以晉身全球城市的策略。 

 

過往對新加坡歷史區的保存多從旅遊產業的角度，或從消費的視角觀察（如

Chang 1997; 1999; 2001; Yeoh and Lau 1995; 蔡孟軒 2001）。Henderson（2000）

提出新加坡中國城的保存維護是官方優先執行的政策，但是當古蹟的使用是作為

吸引遊客的景點，就牽涉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問題。Henderson 引用 Wang

（1999）的理論，敘述三種本真性分別是客觀的本真性、建構的本真性、與存在

的本真性。但客觀的本真性日漸不可得，逐漸為後兩者形態所取代，因為遊客所

追尋「原汁原味」的物品、地點、與經驗是象徵性而非實質性。中國城的本真性

不僅由旅客、旅遊產業，也由政府決定其形式，但公、私部門應一起參與保存過

程，盡量同時符合居民與旅客的需求。若只以消費的角度看待複雜的有機體，中

國城地景的持續變遷只為迎合旅客，而不顧慮當地社群的感受，將衝擊居民對地

方的認同。若旅遊政策缺乏當地的參與，居民的生活環境則只是「景點」，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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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意義。Belinda Yuen（2005）觀察新加坡近年來建構地方認

同的種種政策，指出「地方」作為「空間」的一部分，其多樣性、豐富性鑲嵌於

特殊的時空脈絡中，所謂的保存計畫不能只參考專家意見，更應強調人民的參與。

T.C. Chang（2000）則以新加坡的小印度區（Little India）為例，指出小印度自

1989 年被劃為歷史區之後，政府即以「主題化」的方式發展該區。該研究發現：

主題化的發展導致小印度區的零售商店活動以西方化的方式販售，不符合印度族

群的傳統生活方式與交易方式，社區感與地方認同感亦下降，因此導致地方的「馴

化」。主題化的發展是為了配合政府推出的「新亞洲」（New Asia）的思維10，主

要是為觀光旅遊產業所帶來的利益，但這樣的發展卻使「主題」凌駕該地方的社

會脈絡。如果「新亞洲」的政策論述與實踐只是提昇硬體設施，而沒有與在地居

民與活動結合，地景呈現的面貌則如 Zukin（1991: 20）所言，是「沒有地方感

的地方」。 

 

曾探討新加坡中國城的 Yeoh 與 Kong（1994），則從中國城的住房景觀、社

群建立的景觀、環境汙染的景觀、以及作為歷史區的景觀，來探討地景作為「菁

英式的觀看」，與作為「庶民的生活方式」間的緊張關係。該研究認為：官方政

策與民間經驗，分別訴說了不同版本的中國城地景。官方對中國城是朝向現代化

的方向規劃，既掃除環境上的髒亂，也整頓被認為是危害市容、敗壞道德的行業，

並從提高現代化的便利性當中，培養無關乎族群的「國家」歸屬感。另一方面，

官方卻亦將中國城規劃為是代表中國文化傳統之處，也是屬於所有新加坡人之處，

以此將所有新加坡人結合為一「國家」。然而，來自地方的反應相當多元。有些

居民的確認同政府的政策與實踐，享受因現代化帶來的便利與便捷。但也有居民

既不認同改造中國城後出現的現代化高樓景觀，亦不認同市區重建局的保存維護

政策。中國城因此是個經過多重編碼的空間，其中的矛盾在於政府對中國城是種

「去種族化」（deracialise）的規劃，並經由旅遊政策的提倡，中國城扮演觀光中

心，而非是社區中心的角色。但同時，政府對中國城的建築保存方向、規劃的文

化活動、鼓勵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行業進駐等，都在在顯示這是個屬於中國文化

的地區。據此，政府對在地居民，與對該地區的政策應分開看待：對社群的建立

與鼓勵族群融合是去種族化的政策，對地景的規劃卻又種族化地呈現。對中國城

地景的探討，反映了居民與政府間的權力協商，也反映了協商的不對等。 

 

Yuen（2005）從近年來新加坡對地方認同感的追尋，指出古蹟旅遊與國族認

同的結合，在全球化時代下，愈顯重要，如何在建設為現代化大都會的同時，散

發亞洲神秘情調與魅力，是當今的課題。換句話說，公民認同的建構，與經濟實

用主義思維下產生的旅遊政策，是古蹟保存維護的新重點。從 1980 晚期以來，

政府積極打造新加坡為全球城市，但同時間也強調地方與公民的連結性。Yuen

觀察近年來的都市規劃政策，認為保存維護政策與地方的認同建構，是在全球化

的語境（language of globalisation）與以新加坡為「家」的意識形態下產生。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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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保存古蹟、改造地景，是以全球化，以及與以新加坡為「家」的意識形態

支撐。 

 

以國為家與全球化的家 

 

1991 年吳作棟總理頒布「新加坡：新的起點」（Singapore: The Next Lap），

其中的核心內容「新加坡概念計畫：修改稿（Revised Concept Plan)），則是按之

前的都市計劃改造地景，以更符合大都會與「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景象。
11「新的起點」政策的重點，是提升新加坡的服務業與高科技業，其作為交通樞

紐與資訊中心的重要性，以及本身雖小，卻是個適宜居住的城市。政策目標開宗

明義表示：此政策為提升生活品質而產生。這個目標包括美化城市、提供更好的

居住環境、更有效率的運輸系統，以及一個對文化、藝術、運動活動友善的環境。

這些目標當然也有助於國族建構。新加坡的城市景觀，在被提昇為全球城市的脈

絡下，與「家」的概念結合，其隱含意義為新加坡可以同時是本地人與移民者的

家。在此政策論述中，新加坡要成為全球城市的企圖與視野，需要在全球流動的

空間中成為發達的樞紐中心。但另一方面，這塊「地方」應成為適合人們居住的

家。換句話說，全球城市級的城市景觀，應該也要是「像家的地方」：「我們的家

是適宜居住、工作的城市；是本地人與旅居者都可以得到滿足的城市」（新的起

點 1991: 99）。 

 

當局因迎合全球化，而有種種歡迎國際專業人士定居新加坡政策之際，新加

坡人也因經濟條件提高，移民出走的比例升高。因提倡全球化而產生對國族認同

的焦慮，體現在各類官方演說與論述中，例如關於「家」與「旅館」的對立12、

「硬體建設」與「心靈建設」（heartware）的對立13，以及將星國人民分為「寰宇

人」（cosmopolitans）與「內地人」（heartlanders）14。這些論述肯定走向全球化

的「國」，但顯示能否以「國」為「家」的想像焦慮。當「以國為家」的形象面

臨危機，顯示「國家」的形象無法僅依賴經濟利益，或其它工具性的手段就能安

穩無虞，超越物質面的認同才能引起心靈上的迴響。換句話說，富裕的生活水準

不等於對國家有情感上的認同。在這樣的認知上，出現「新加坡 21」（Singapore 

21）政策，希望創造對國家經濟既有貢獻，並對國家有深刻情感的公民。 

 

「新加坡 21」委員會（Singapore 21 Committee）提出在全球化的時代，新

加坡應如何強化家的概念，並提出了政府面對的五項難題：一、吸引外來人才，

同時照顧新加坡人；二、一個較為優閒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保持競爭的動力；三、

維持新加坡的區域化與全球化的同時，發展新加坡作為家的認同；三、在年老居

民的需求與年輕人的追求中取得平衡；四、在取得共識與立即行動中取得平衡。

每項難題都顯示了全球與在地間的拉扯，從全球化中獲利的同時，如何維持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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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時任總理吳作棟在推出「新加坡 21」時說明： 

 

          「新加坡 21」關切的是新加坡如何成為屬於人民的「家」，而非僅是

飯店。「家」是我們覺得自在的地方，是我們照顧彼此的地方，是每

個人付出，以使得國家成功的基礎。我們對新加坡的期許並不是只

有實體構造的房子，而是充滿心靈與夢想的家，是人們覺得安全與

自信之處，是人們相信並共創未來之處。（海峽時報，1997 年 6 月 6

日） 

 

之後的「再造新加坡」（Remaking Singapore）則是進一步深化「新加坡 21」所

訂出之目標，即國族建構注入了家的概念。其中受到支持的活動包括：鼓勵民眾

自願性參與社群活動與團體；鼓勵發展休閒設施、及較優閒的生活文化；強調保

護古蹟的重要性，除了劃出島上特別具有「共同記憶」的區域，更發展一系列具

社會、文化、歷史意義的博物館，尤其標榜「日常生活的博物館」（museum of 

everyday life），以記載國族歷史的方式紀錄人民各樣而平凡的生活方式。其他則

有在市民參與的節慶儀式上強調共同價值，以及代表國族的圖騰應更廣泛地應用

在日常生活的經驗。這一方面是培養市民在共享的空間裡有更大的驕傲與歸屬感，

另一方面是要提升對社群團體的涉入與參與。因此，這個政策的論述主要是連結

國族建構、公民的歸屬感、與地方。對新加坡的情感與忠誠，將藉參與社群活動，

經由「地方」建立。 

 

從政策論述中發現「新加坡 21」與後來的「再造新加坡」皆是在全球框架

下討論家的感覺。在所有具體措施下的抽象概念，是在新全球城市的概念下創造

忠於國家的公民。「新加坡 21」的五點綱要中，顯現工具性的動機。例如，其中

「每個新加坡人都是一份子」（All Singaporeans Matter）與「所有新加坡人都有

機會」（Opportunities for All）的章節，表達政府試圖平衡對外來人才的需求，與

新加坡本地人的利益。「新加坡心跳」（The Singapore Heartbeat）與「積極公民」

（Active Citizens）的章節，則一方面鼓勵海外新加坡人與母國維持聯繫，另一

方面鼓勵本地人多參與民間活動。這些綱要不僅服膺經濟效益，也體認到國家認

同無法僅依賴經濟成績作為構建基礎。 

 

從「新的起點」到「新加坡 21」、「再造新加坡」，都是在政府各諮詢會中建

議種種創造「像家的感覺」的政策。雖然諮詢會有來自民間的聲音，但卻由政府

組織與主導，最後形成的政策仍必須符合政府的經濟與社會目標。換句話說，所

謂的「心靈建設」與有情感的連結，是「由上而下」的規劃，而非來自有機的形

成。 

新加坡中國城的改造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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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為家的論述無法脫離全球化的脈絡，而全球化是國家賴以生存的意識形

態，不僅體現在旅遊政策當中，亦體現於因旅遊政策而改變的地景。因此，新加

坡政府對國家認同的建構，與旅遊政策對地景的規劃，尤其是對古蹟地景的規劃，

產生了密不可分的連結。地景呈現的景觀同時肩負了凝聚情感認同，與活化經濟

效益，新加坡中國城歷年來的地景改造即在此背景下產生。 

 

新加坡自 1819 年成為英國屬地，華人被集中在新加坡河以南的一個城鎮，

鄰鎮是其他種族聚集之地，河畔以北則是歐洲人的城鎮、行政與經濟中心。中國

城很快就成為來自中國沿海省份的移民聚集之處。因此，自萊佛士抵達起，這個

區域就被規劃為特定族群聚集之處。華人店家（shophouses*）的獨特建築形式，

如一樓作為店家空間，樓上為屋主私人使用空間，是受到來自福建與麻六甲華人

的影響。當人口增加，這個地區呈現貧窮、混亂、衛生不足的樣貌，街上充斥了

叫賣的小販，是苦力的集中與被販賣之處，幫派犯罪、秘密團體、賣春猖獗。早

期到中國城的旅客對街上、路邊的販賣文化感到新鮮有趣，但同時也對隨處可見

的髒亂感到驚訝。中國城是充滿異國情調的東方縮影，「街景有多樣的形式、顏

色、人物，在在強化西方人對東方景觀的浪漫認知」（Savage 1992: 17）。 

 

隨著港口貿易發展，新加坡成為商業與貿易活動中心。中國城標誌了華人對

新加坡早期發展的貢獻。另一方面，它從一開始就是西方旅客的觀光景點。然而，

但當新加坡於 1965 年脫離馬來亞聯邦獨立建國，並要轉型為現代化城市，政府

決定應提升中國城的生活水準。於是，叫賣的小販逐漸被清除，重新安置在小販

專區，商店被拆除，挪來作為建造組屋的空間。這個政策從 1960 年代延續到 80

年代，中國城的外觀、氛圍、與居民活動都經歷大幅改變。所謂保存古蹟的概念

無法與一個擁擠又髒亂的地區連結。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在 1980 年曾說，因其

殘破的外觀與結構，保存中國城的建築物沒有意義（Powell 1994）。這說明當時

的官方認為：保存中國城與「發展」的概念、追求經濟成長的趨勢背道而馳。 

 

從 1960 到 80 年代，在全面邁向現代化的思維下，以清除貧民窟與改善實質

環境為主（Yeoh and Kong 1994: 20）。此外，為了大量發展組屋，拆除老街道，

是硬體改變最為劇烈的時期。如：原為美食與雜貨中心的珍珠巴剎，在歷經一次

大火後，改造為珍珠坊，一樓改作百貨商場用途，樓上為組屋。70 年代，原來

的碩莪巷（Sago Lane）是殯儀館與養病所聚集之處，在不符合現代都會面貌的

情況下，改造之後一部分作為政府組屋，稱為大牌四號，另一部分改建為萬達街，

稱為大牌五號。政府亦拆除了俗稱的豆腐街（官稱珍珠街三段），發展為芳林苑

組屋區。80 年代，政府建水車路，並重建了牛車水民眾聯絡所，以及牛車水人

民劇場，稱作牛車水中心。80 年代早期，牛車水是最大的攤販集中地（Yeoh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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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1994: 26），在改善環境與國家進步的思維下，政府建牛車水大廈，作為街

頭小販的安置之處，另外又在拆除舊建物的空間裡興建兩棟組屋。 

 

但從 1980 年代中期開始，隨著新加坡作為「全球城市」的規劃興起，關於

「歷史感」與「多元主義」的全球城市行銷主題開始受到重視15，政府與民間對

於無法取代的，或即將消失的古蹟有了新的看法（Kong & Yeoh 1994）。也因此，

對中國城的規劃同時有旅遊局與市區重建局的介入。1984 年，新加坡旅遊促進

局（Singapore Tourist Promotion Board，STPB，新加坡旅遊局前身）的「觀光工

作報告」將中國城、小印度、甘榜格南（馬來區），及新加坡河區，劃為特定的

文化保護區。1986 年，旅遊促進局與貿易工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合作所提出的「觀光產品發展計畫」（The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Plan）中，

中國城被規劃在「異國東方」與「殖民遺跡」的主題下發展。1989 年，市區重

建局提出「中國城保存計畫」（Chinatown Conservation Plan），第一目的是為中國

城居民及所有新加坡人民保留及提昇中國城成為歷史、文化上的遺產，藉此可使

新加坡增加一處特有的觀光據點（1989: 1）。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國城被視為是

值得保存的特別區域，也應同時建設為觀光景點。從這兩個部門的政策來看，各

計畫是以全球城市的藍圖為基礎，進行中國城的保存與再造。中國城扮演提升經

濟利益、保存歷史古蹟、凝聚人民文化認同的多重角色。 

 

同時，所謂保存維護必須遵循嚴格的管理規則，從外觀設計到內部構造，使

用的材料、招牌，以及任何形式的改建、增建，都必須維持視覺上的歷史感與建

築上的獨特性（市區重建局年度報告 1988: 52）16。除了決定建築物的樣貌之外，

政府對於何種行業得以在中國城內營業也有所規範。例如，核准茶商、中醫、書

法、算命等具中國傳統象徵意義的行業，其他如西餐速食店、超市、乾洗店等，

則被禁止（市區重建局年度報告 1988: 72-73）。即便在這樣的管理法規下，市區

重建局仍認為最後哪些店家得以留存，應交由市場競爭所決定（Yeoh and Kong 

1994: 30），因唯有獲得經濟利益，才有維持建築物樣貌的可能性。因此，政策首

要注意建築物是否呈現歷史感，居民的生活方式、營生方式則由市場競爭法則決

定。 

 

1995 年的旅遊政策「旅遊 21」（Tourism 21）則根據都市計畫，建議了十一

個「主題發展區」，重點是在既有的景點周遭劃出有潛力發展的區域，以具有一

致性的風格或主題來發展此區（旅遊促進局年度報告 1996: 27）。將活動、表演、

服務業，甚至城市設施與歷史或古蹟結合，加上特別劃出「文化路徑」（cultural 

trails）、設置「故事展板」等等，目的使在地文化一目了然。在此政策中，中國

城被優先選擇作為古蹟地景的改造。在新政策的視野下，傳統的建築物，或舊式

商店的街景，不再被視為是與現代城市不相容的過時景觀。相反地，傳統的商店

樣式「為我們提供現代建築所沒有的人文景觀、節奏與魅力」，並且在「單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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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樓大廈」中提供了喘息的空間（市區重建局年度報告 1985: 13, 15）。 

 

新加坡旅遊局在 1996 年打出「新亞洲，新加坡」（New Asia-Singapore）口

號，希望將城邦國家行銷為現代而精緻，但同時有著亞洲情調的都會，是一個「易

於享受，難以忘懷」（so easy to enjoy, so hard to forget）的旅遊目的地（新加坡旅

遊局，1996）。從標榜「即時亞洲」到「新亞洲」，中國城與其他民族傳統街區（Ethnic 

Quarters）一樣是政府推廣旅遊產業中的重點。殖民政府將中國城地景賦予種族

化的負面形象，但當代的新加坡政府反轉了這個形象，使之成為正面的中國文化

特色。中國城象徵了早期中國移民的開創精神與進取心，並且是能夠展示中國文

化的區域，「在廟宇、商店、和一些傳統行業，如中醫、神像雕刻師傅、書法家

身上捕捉到中國人傳統的生活方式」（旅遊促進局年度報告 1991: 28）。大規模的

節慶活動、歌劇、木偶表演、與三輪車搭乘，提供了當地人與旅客「不一樣的感

受」（市區重建局年度報告 1985: 15）。旅遊政策對中國城的規畫，是要創造一種

過去的時空，在懷舊的追尋中既迎合遊客，也討好當地人。 

 

當旅遊局打出「新亞洲」的口號時，中國城的地景則又經新一輪的改造，重

點是提升旅客在聲、色、味方面的體驗。17這個政策的重點在「主題化」與「敘

事」的創造，以及「從當地歷史中找出連結地方與旅客經驗的故事情節」（旅遊

局年度報告 1996: 28）。策略的關鍵是將地方的歷史線性化，再現為「完美的系

譜」（旅遊局 1996: 28），亦就是關於地方的歷史，最後應再現為單一主題敘事，

「不管是隨觀光團而來，還是自由行的旅客，都可一目了然中國城如何、為何演

變至今日的模樣… [包括了]昨日的貿易，今日的保存與明日的發展」（同前述）。

中國城的歷史體現在「親臨實境」，也從旅遊手冊、故事看板、地圖等再現中體

悟。旅遊政策相當程度地倚賴主題化的概念，以及根據主題而來的「敘事」，或

「旅客結合地方實景與從當地歷史中體悟而來的經驗，而在腦海中逕行形成一套

故事情節」（旅遊局年度報告 1996: 63）。 

 

中國城是第一個以主題式發展的地區，旅遊局並於 1998 年提出「牛車水發

展藍圖」（Enhancing the Chinatown Experience）。在手冊中，將中國城規劃為三

個區以及四個「主題街」。三個區分別為大城鎮（Greater Town），涵蓋一個新劇

院、博物館、及數條特色街；歷史性區域（Historic District），涵蓋既有廟宇、會

館等；及小山區（Hilltown），坡狀地形，有豪華飯店、夜店、餐廳及花園等。這

三區也分別有其主題顏色作為明顯辨識：大城鎮以紅色為主；歷史區（Historical 

District）以金色為主；小山區則是綠色。而各種旗幟、風車、招牌、城市設施以

其主題顏色裝飾地方。四條主題街則為巴剎街（Bazaar Street），是既有的寶塔街

（Pagoda Street）轉型為販賣工藝品的商店街；美食街（Food Street），是現有的

史密斯街（Smith Street）轉為露天餐飲街；傳統街道（Tradition Street），是廟（登

波）街（Temple Street）作為展現手工藝師傅與傳統店家之處；以及市場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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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Square），是可以買到生鮮食品之處。換言之，各區與街道各有其獨特

符號，並為其創造「符號經濟」（Zukin 1995）18。 

 

主題式發展對新加坡旅遊局而言，還包含將歷史區「敘事化」。例如，博物

館區肩負展現新加坡從小漁村發展至現代大都會的情節；新加坡河畔的碼頭則傳

遞了「從不休息的城市」訊息；小印度或中國城的族群區則展示「慶祝多元」的

歡愉氣氛（旅遊局 1996b: 30-1）。旅遊局認為應該以整體的「概念」行銷歷史區，

而非讓單一景點各自吸引遊客。（旅遊局 1996a: 18）。因此，中國城有牛車水故

事中心，並在寶塔街上設立了牛車水原貌館，以故事方式呈現牛車水的早期移民

歷史。旅遊局也曾規劃興建四合院形式的牛車水劇院，以清宮、太極、書法等意

象妝點（Chang 2000: 40），但引來過度刻意包裝的批評。當地文化團體認為這脫

離了牛車水原有的地景脈絡。之後雖然在原本的預定地上，興建了佛牙寺龍華院，

然而，更動的規劃仍然配合主題式發展。財政部長 Richard Hu 說明這些計畫並

非「重造」中國城，而是「召喚與活化新加坡居民與遊客都懷念的中國城精神」

（海峽時報，1998 年 9 月 26 日，引自 Chang 2000: 40)。 

 

 

照片一：珍珠坊（受訪者陳劍先生提供） 

Picture 1. Zhen Zhu Fan in Singapore’s Chinatown. 

奇觀化的日常生活與日常化的全球語境 

 

對照國族主義論述，與改造中國城的政策，可以發現自有改造歷史區的政策

以來，中國城一直扮演雙重的角色。在 1980 中期以前，一方面以現代化為名進

行拆除。另一方面，舊店屋被清除，是為了挪出空間興建組屋，原因即為建構國

家認同，在住屋政策的規定下，讓不同族群因遷居組屋而達到融合效果

（Henderson 2000: 527）。80 年代中期以後，「古蹟」的概念在全球化背景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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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也因此具有雙重功能：對外具旅遊經濟效益，對內凝聚認同。新加坡中

國城在連帶影響下既正式成為保存區，也更被強化為旅遊據點。對照「新加坡

21」的政策論述，中國城的規劃既配合全球城市行銷時所需要的歷史感與多元文

化元素，也配合「以國為家」的認同建構。之後的旅遊政策，如「旅遊 21」、「新

亞洲、新加坡」更進一步帶領中國城主題化的發展，政策陳述也同時顧及本地人

與旅客的需求。 

 

主題式的發展除了提供方便又便捷的享受方式，更要使地方的歷史與文化之

旅不能成為遊客過重的負擔。這樣的發展則需要篩選關於地方的「敘事」：「敘事

是一種有力的詮釋，可以幫助遊客裡解地方與居民經驗，增加他們對旅遊地的享

受感.... 敘事藉由包裝與再包裝地方，延長了景點的壽命。敘事使得遊客有意願

再度造訪，僅憑單一景點是達不到這個目標的」（旅遊局 1996a: 63）。換句話說，

政府認為有權詮釋地方敘事/故事，而藉由旅遊手冊、觀光地圖、文化觀光路徑

等，以及在不同景點特意放置故事展板。對旅遊局而言，要將關於地方的故事說

得動聽，不需要說完整的故事，或有沉重負擔的故事，而需要能被消費的故事。

政府對於中國城地景賦予了兩層意義：一、中國城活化、具體化了中國文化精髓；

二、作為被保存的古蹟，中國城被認為是可凝聚新加坡人情感連結之地。 

 

然而，歷次的改造過程，因要求居民搬遷，已流失許多原有住戶。面對大規

模翻新，市民卻懷念具有集體記憶的指標性建築，以及因為現代化、全球化而消

失的中國城氛圍。例如：東方戲院已在改造過程中消失，以及，像是天演大舞台

（戰後改為大華戲院），在改造之後，雖然舞台仍在，但原先作為戲院的空間已

改為其他用途。而原來熱鬧的劇院梨春園，一樓部分已讓店家進駐。據居民表示，

樓上部分將被改為牛車水的高級旅館19。某些曾經在中國城特有的行業，也已在

改造過程中消失，如：街邊補衣、書報攤20、寫字佬21、舊貨販賣等。另外，某

些節日慶典亦消失，如在七夕、中元時，聚集在寶塔街、恭錫街的街邊戲（野台

偶戲、戲曲表演等）已不復返。不少華人會館在改造過程被拆，或者被迫搬遷，

亦有不少民俗表演團，過去因便宜租金而在牛車水紮根，之後卻不堪負荷上漲過

高的租金而搬遷或結束。 

 

讓居民有感而發的是，日常文化的空間變為商業化的空間。據市區重建局長

表示：中國城的「活化」是要發展「友善行人」（pedestrian-friendly）的環境。作

法則是整建街道，修復建築物，並在某些街上設建市集型購物中心，讓人們購物

更方便，以產生熱鬧的街景（Henderson 2000: 529）。市區重建局也管制精華區

商店應販賣傳統中國文化商品與食物，不能作為辦公用途。另外，政策鼓勵如京

劇、傳統音樂、華文（或雙語）戲劇團等進駐，目地使中國文化特色更顯著

（Henderson 2000: 59）。然而，受訪的居民相當緬懷在改造過程中消失的街邊戲，

認為精緻排練過的室內文化活動已非野台表演的日常經驗。換句話說，具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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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活動轉變為純商業活動。過去當地人遇到節慶時舉辦的自發性活動，曾經

因被視為不符合現代化的「汙染」景觀，而遭到移除或控制（Yeoh and Kong 1994: 

27）。目前刻意營造的街邊活動，卻要有執照或許可證才能進行。從舞龍舞獅、

猜燈謎、書法比賽，到夜市擺攤，都一一地被制度化。社區精神與商業利益的衝

突，也體現在相當受到懷念的梨春園。梨春園之所以成為集體記憶的象徵，除了

因為公共空間被轉為私營用途，也由於政府並未因失去梨春園而再創造新的市民

空間。而所謂「友善行人」的環境，卻是要創造「川流不息」的消費空間，其重

要性凌駕可供停留、駐足、歇腳的公共空間。中國城居民隨意隨性的生活習慣與

方式受到限制22，主題式發展計畫秩序性地再現地景，呼應了由上而下的國族建

構。社群意義的消失，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呼應牛車水不是華人族群的地方認同，

它是屬於全球化新加坡人的中國城。 

 

從訪談中獲得的訊息透露，居民並不希望自己的生活周遭就是個主題公園，

或者自己與自己的環境成為景點。為觀光而商業化的地方，使地方與社群的意義

脫鉤，其居住地是觀光地的延伸，對於地方的歸屬感變得零碎，也因此與家的定

義脫節。地景因此被奇觀化為無實質、脫離現實，缺乏社會性、物質性的脈絡。

對這些地景的安排是根據視覺的主題。地方被主題化，使地景便於被消費。地方

在歷史、文化、社會各層面錯縱複雜的關係，都退居於背景的角色。地方於是變

成符徵，取代了真正的生活經驗（Goss 1993: 686）。這說明當地人與旅客的需求

經常是衝突的。遊客需要色、聲、味的滿足，但當地人需要的是在日常實質的經

驗中感受歸屬感（Kong and Yeoh 2003: 144）。 

 

從 Richard Sennett（1970）對美國都市的觀察與討論來看新加坡中國城，可

以說中國城的改造是一種仕紳化的過程（gentrification），達到空間的標準化與一

致化，以充滿富裕中產階級的景象來「淨化」（catharsis）都市空間。也因此，資

本主義產生日常生活經驗的紋理，消費性空間的產生是經過政策由上而下地引導。

但少了公共性、社區性的互動空間，也就少了複雜的、分割的、甚至衝突的生活

經驗，空間也因此少了對人性具有深刻意義的歸屬感。以新加坡中國城內過去的

傳統表演為例，昔日以方言為載體的戶外傳統表演，在現代化與工業化的政策下

被迫離開街面，也因此脫離了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轉而成為室內表演，通俗隨

興的生活經驗必須遵從由政策中所衍生出的價值。Sennett（1970）同時認為，在

齊常化的空間裡，人們少了繁複的互動，少了探索差異的機會，挑戰霸權力量的

能力自然減少，最後的情況是人們甚至不知如何抵抗霸權。 

 

中國城的歷次改造，是依附在全球化的歷程下：在現代化的視野下為全球化

破壞，在行銷歷史感的前提下為全球化保存，在便於消費的考量下為全球化進行

主題式發展。保存內容從修復與限制建築物外觀與特定營運行業，到為配合主題

而創造地景。以建築物和少數（即將消失，但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行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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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風情，改造工程卻遠離了日常生活的實用性。新創造的（全球化）地景少了

公共性、社區性，增加了種族性、消費性。對照一直試圖在全球與在地間取得平

衡的國族建構論述，中國城地景呼應了一種以種族化、在地化為媒介來達到全球

化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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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三、四：經過規劃在中國城舉行的文化、慶典活動（受訪者陳劍先生提供） 

Picture 2, 3, 4. Cultural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held in Chinatown. 

 

結語 

 

從「新的起點」到「新加坡 21」、「再造新加坡」，此三政策顯示的是國家認

同的建構，既回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也追求特殊的在地情感。而觀察新加坡旅

遊局與市區重建局對中國城的歷次改造規劃，可以發現中國城的保存維護，一方

面配合打造加坡為全球城市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以國為家的論述來看進行保存

維護。對照國族主義論述，與改造古蹟地景的政策邏輯，可以發現市區重建局的

規劃從不違背新加坡旅遊局的政策。因此，雖然本地人與遊客的需求總是並列於

政策的考量中，但本地人與遊客的需求實際上卻經常是矛盾的。前者的需求是脈

絡性、實質性、日常性，後者的要求是符號性、主題性、消費性。當地人認為，

在主題化的改造後，中國城是新加坡顯現華人年節氣氛之地，但只宜以遊客心情

光臨，否則無法融入中國城的氛圍。如 Sorkin 對美國城市的觀察：具有主題的

地景，充滿「再製」、「符號」與「可想像性」，但同時也罔顧了該地原有的生態，

因為「擁抱純然的想像性，則忘卻居住於景觀中的人有其需求、有其傳統」（1992: 

xiv-xv）。奇觀化的地景無法回應居民對集體記憶的情感需求，或是日常生活的

傳統，而是回應由上而下的國族建構，其中不可或缺的重商主義意識形態。去脈

絡式的安排，造成在地社群的異化，其結果造成地景主題與地景脈絡的分割。一

個為消費而被簡化的地景，凌駕了日常生活的無秩序、混亂性與隨機性，造成

Crang 所說：地方存在於題誌中，而旅遊路線規劃了歷史（1994: 314）。 

 

若要回答最初的問題，中國城為全球化保存，也為全球化改變，至於如何保

存、什麼改變，則視新加坡處於全球化的哪一階段。中國城地景的改造，相當體

現了全球化需要在地特色的存在，在地特色的維持不悖離全球化的消費邏輯。新

加坡的全球化，需要將作為古蹟地景的中國城更將族群化、地方化，但在以華人

為多數族群的國家，其中國城地景卻可能比紐約、倫敦的中國城更為東方主義。

個人歷史與中國文化被壓縮，以符合東方主義式的主題，其結果則是使場景便於

視覺消費（Yeoh and Teo 1996: 28）。新加坡的全球在地化論述，是將在地全球化。

把全球化納入國族建構，認同新加坡，就認同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國城（以及

其他古蹟或地景）依全球化的需求改造。若依 Zukin 所言：受制於全球化而創造

出之地景，經常遭遇「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地景之「壽命」與

「文化層次」經常隨著市場變化而經歷斷裂、重塑與週期循環（1991: 27），那麼，

要依附全球化生存的中國城，其地景改造尚未結束，而認同全球化的國族建構，

卻難以與摧毀了集體記憶的地方建立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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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新加坡的「中國城」（Chinatown）其實涵蓋四個次區域：牛車水（Kreta Ayer）、

直落亞逸（Telok Ayer）、武吉巴梳（Bukit Pasoh）、丹戎巴葛（Tanjong Pagar），

這四個區分別代表不同意涵（蔡孟軒，2001 ）。當地人慣常稱呼之「牛車水」，

實際上屬中國城概念區域中的精華中心。雖然中國城的概念是相對於西方的稱呼，

但本文討論的重點在於官方規劃「保存維護」的區域，故採用被規劃為歷史區的

「中國城」概念稱呼。 
2 The Committee on Heritage，成立於 1988 年。 
3 作者訪談對象包括長時間關心中國城發展的當地民間學者，以及曾經長時間居

住於中國城，但目前已搬遷的市民，也有仍居住其中的市民，訪談內容包含他們

對中國城保存維護政策的記憶與改造後的觀察與感受。本論文未訪談中國城的新

移民，因為新移民未曾經歷中國城作為古蹟地景的多次改造過程，也因為居住時

間未若當地人長久，對中國成的過往尚未形成一種認同，因此若以他們為訪談對

象來探討政府的「家」的論述與「全球城市」政策在中國城的保存維護上顯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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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矛盾，則不具有太大意義。 
4 前身為新加坡旅遊促進局（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STPB），於 1997
年更名為新加坡旅遊局。 
5 例如，Kay Anderson（1991） 以溫哥華的中國城為個案，舉出中國城的形成並

非僅是移民在他鄉為滿足日常需求而產生，而是經過一連串種族化的過程。它起

源於戰前英屬哥倫比亞省（British Columbia）的白人居民，為排除華人移民參與

加拿大人的主流生活方式，並支持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影響

的「種族差異」（racial difference）概念，以歐洲人較為優異，不願被其他種族「汙

染」的思維劃分與隔絕華人社區。 
6例如：Anthony Lee（2001）從藝術史的角度，以當時的照片與畫作探討 1850
到 1950 年代「不屬於」舊金山中國城的人（outsiders），以及中國城居民，兩者

看待中國城的差異如何體現了「東方主義」。事實上，中國城的形象受美國主流

社會對中國人／亞洲人的刻板印象所牽動（Wong 1995），關於中國人／亞洲人

刻板印象的歷史變遷，參見（Robert Lee 1999；Omi and Winant 1994）。 
7 例如法拉盛區雖被稱為是紐約的第二個中國城，實際上卻非只有華裔居民，還

有印度人、巴基斯坦人、韓國人等等（Chen 1992）。 
8 Min Zhou 以紐約的中國城為例，早期移民因其過客心態，以及各種外在條件，

只能找到低薪的、難以升遷的、低社會地位的、無法提供自信心的工作。在過去，

族裔（ethnicity）是就業市場的包袱，但如今因為經濟結構的改變而成為優勢人

力資源（human capital）。Jan Lin 則從全球化的角度探討新移民如何改變了紐約

中國城的經濟結構與社區意識。 
9 例如 Jan Lin (1998)在最後一章提到紐約市政府以發展旅遊業來提升中國城的

經濟發展與社區意識。 
10 新加坡在推出「即時亞洲」（Instant Asia）與「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旅

遊政策之後，在 1996 年推出「新亞洲-新加坡」（New Asia-Singapore）政策，目

標是將新加坡打造為現代的大都會城市，但同時擁有豐富的亞洲文化元素。 
11 對新加坡地景有較為細緻的規劃可追溯至 1959 年的「主要計劃」(Master Plan)。
Perry, Kong and Yeoh 指出：該政策控制、協調私人與公共空間的消長，並劃分都

市區域，如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等。1971 年的「概念計劃」(Concept Plan)
對於公共空間的發展則有較為長遠的規劃，規劃方向則試圖滿足居民不同的社會

需求，其中包括鼓勵市中心人口移居至衛星城鎮，而「花園城市」的概念於此時

順勢引進。參見 Perry, Kong and Yeoh (1997)。 
12 例如，「新的起點」的政策目標，即是打造新加坡為像「家」的城市（1991: 16）。

而這個「家」有別於高級旅館。時任總理吳作棟說：「我們需要穩定的、具競爭

性的經濟來打造世界級的家，我們也需要世界級的家來保障新加坡人，並創造可

以發展世界級經濟的環境。但這樣的情況使新加坡可能變成高級又舒適的國際飯

店，而成功的商務人士只是來了又走。家與旅館的不同之處就在於家是心之所住。

在大部分的情況，家並不及旅館舒適，卻是人們的心靈歸屬之處，是人們可以稱

王，並隨心所欲之處。這，就是家與旅館本質上的不同。」（海峽時報，1999 年

10 月 14 日） 
13 為了使「國」的論述更有「家」的感覺，前總理吳作棟借用新力公司（Sony 
Corporation）所創的一詞「心靈建設」，原指社會設施、軟體建設、人力資源等，

以與所謂的基礎設施、硬體建設對照。（海峽時報， 1997 年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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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寰宇人」指教育水準高、流動性高、具世界公民概念的新加坡人；「內地人」

則指涉住在「組屋」（新加坡國民住宅）的一般大眾，代表在地取向與利益。新

加坡政府希望國族認同能夠搭起這兩種人的橋樑。相對地，也希望這兩種人團結

合作，共同強化認同。例如，前總理吳作棟於 1999 年發表的國慶演說認為：沒

有「內地人」的存在，就沒有可能在培育「寰宇人」菁英階級的同時，仍能保持

在地性。以新加坡而言，「內地人」的論述代表在地性與文化疆界，「寰宇人」則

代表了與疆域以外世界連結的能力。前總理吳作棟認為這兩種公民對彼此負有責

任，互相合作才足以建立「新加坡標誌」（Singapore Brand），不同心協力則會帶

來社會體系的崩塌，而合作的責任需要從種種公民實踐，與參與社群團體中體現，

創造「家」的感覺（海峽時報，1999 年 8 月 12 日）。前總理吳作棟另一篇談話，

則表達當前的挑戰的即在於「使內地人了解寰宇人對新加坡的貢獻，以及使寰宇

人了解他們對內地人負有責任」（海峽時報，1999 年 8 月 23 日）。 
15 根據 Short and Kim（1999: 105）的觀察，全球城市的行銷手法，幾乎不脫離

四項主題：一是歷史感，強調城市或特定社區的歷史；二是節慶活動，強調休閒

中心、購物中心、運動賽事，或其他大型活動；三是潔淨與環保強調城市的後工

業特色，容易親近自然，有乾淨的空氣，可供休憩玩耍的沙灘，及各項休閒設備

的完善；四是多元主義，強調大都會的多元族群，以及隨之而來的多元文化經驗，

如餐飲、民俗活動、購物等等。 
16 例如：從 1996 到 1999 年，訂定了一系列的改造準則（Conservation Guidelines: 
Technical Supplement），從門、窗、通風口、木地板、樓梯、裝飾、到水電工程

等等，都訂定改造規格，供屋主、設計師、改造承包商、或建築商參考。 
17 如增設劇場、木偶的製作與表演、武術表演、五個主題花園、露天飲食街、

以及販賣生鮮的市場。 
18 Zukin (1995)創造出「城市的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 of the city)一詞，意

指城市在行銷自身為重要的大都會時，越來越重視美學領域。這牽涉到將公共空

間形塑為具社會性互動的空間，更重要的是，為城市建構特定的視覺意象，並以

此行銷。 
19 有不少文化團體聯名向政府抗議梨春園被賣給私人集團，私營化使梨春園不

再具有中國城文化精神指標。文化團體曾建議政府買回，但政府表示，依目前行

情，買回已不可能。 
20 尤其是賣公仔書（漫畫書）的書報攤。 
21 幫別人寫信的人。 
22 例如，拉張板凳就可坐下欣賞表演的隨性，被事先購票、買票進場觀賞的規

則所取代。 


